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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关于集体行动的主流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在解释我国乡村集体行动问题出现了困境:它过
于注重个体的理性计算，而忽略了乡村社区( 族群) 结构对个体的影响。文章在检讨这一理论之后提出的关
于集体行动的社区边界理论认为，社区( 族群) 互动及其信任关系是推动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鉴于社区边
界冲突是导致乡村集体行动的主因，因此，应从政策层面上维护社区边界的相对稳定。
关键词:社区边界;社区信任;集体行动;资源动员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 2015) 02 － 0023 － 06

The Border，Trust and Collective Actions of Community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Experiences of Yang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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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stern mainstream theory on collective actions － resources mobilization theory fails to
explain the rural collective actions of our country． It unduly lays emphasis on the rational calcula-
tion，but overlooks influences of rural community structure on individual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is
theory and put forwards the community border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s，maintaining that interac-
tions of community and trust relationship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promote the collective actions．
The principal cause of collective actions is conflicts of community borders，therefore relative stability
of community borders should be maintained by releva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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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会，关于集体行动的主流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强调资源动员的功能，认为集体行动的动
因应从外部组织动员方面去考察。这一资源动员范式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为集体行动研究带来了繁荣，
麦卡锡和扎尔德( McCarthy and Zald，1973; 1977) 、奥博肖尔和蒂利( Oberschall and Tilly，1978) 等代表人
物的研究为集体行动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路径。当然，促成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离不开奥尔森的



“理性选择理论”，这种理论关心个体的“成本—收益”的对比，从而间接地为资源动员理论开辟了道路。
本文借助羊村纠纷的个案场景，尝试分析这一西方经典理论在解释乡村集体纠纷的困境与不足，进而提

出应从社区互动视角揭示集体行动的发生机制。

一、羊村故事:纠纷双方关系的变迁
羊村概况:杨村和黄村毗邻相连，同属 G 县羊村( 行政村) 管辖。杨村约 190 户，850 余人口，除了

10 来户杂姓外，其余均为杨姓;黄村约 120 户，500 余人口，由 10 多个姓氏组成，是个杂姓村，以熊、谢为
最大姓，其中熊姓占全村的 50%左右。据 G县《地名志》记载，黄村由黄姓始建，因此叫黄村。衰败后，
由外迁入的熊姓重建，李、谢二姓相继迁入，沿用原名，已 10 余代。
纠纷起因:两村在历史上关系较好，常相互通婚，据不完全统计，两村现有相互通婚约 20 余户。两

村的矛盾始缘于村外一块面积约 10 亩的荒地( 杨村称其为“亭子边”，黄村称其为“岗背山”) 。该争议
地位于杨村出路口，距杨村约 500 米，而距黄村仅 300 多米。国民党时期，这块地边有一座供农民休憩
的亭子，为杨铁明( 杨村人，时任国民党 G县保安团长) 所建，建国后不久因修建公路被拆。因此，周边
村民大都习惯将这块山地称为“亭子边”。由于该地距杨村较远，再加上集体化时期村民边界观念不
强，所以该地一直由黄村人经营。
对簿公堂: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农村山林权属确认工作的开展，杨村与黄村开始为该地权属问

题发生争执。黄村认为，建国初期县政府所核发的“岗背山”土地证的“四至”描述表明，争议地应归属
于黄村。此外，还有两个理由可以佐证:第一，该地一直由黄村经营，按照国家曾颁布的“谁种谁有”政
策，它应该属于黄村;第二，国民党时期，入赘黄村的丁某死后就埋在该地，说明这是黄村的土地。因为
按照农村习俗，人死后只能下葬在自己的祖坟山上。而争议另一方———杨村也拿出了一份“四至”高度
吻合的“亭子边”土地证，且对黄村的理由逐条反驳:第一，这块地自古以来就是杨村的，之所以给黄村
经营，是考虑到两村关系较好，集体化时期无权属观念;第二，丁某死后，当时黄村以丁某是入赘者为由

不让其下葬在黄村的祖坟山上，于是，丁某的妻儿便通过关系找到了时任国民党 G 县保安团长的杨铁
明，经后者出面协调，死者才得以下葬在“亭子边”的。

1984 年 3 月至 1990 年 6 月，县、乡两级政府先后对这起争端做了多次处理，仍旧无法平息双方纠
纷。随后，杨村向 G县法院提起诉讼，经县法院审理，决定维持县政府的处理结果，将争议地判归黄村。
1992 年 4 月，杨村申诉至市中院。10 月，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将约 3 /4 争议地判归杨村。1993 年 12
月，在黄村的运作下，市中院再审判决却颠覆了终审判决，将争议地几乎全部判归黄村。面对旷日持久
的官司，双方都备感疲惫，最终杨村妥协了:争议地可归属黄村，前提是黄村村民不得在地上建房，双方

似乎达成了默契。但时隔不久，黄村最终还是打破了双方的默契，部分村民打算在争议地上建房。在杨
村的强烈要求下，乡政府起初并未批准黄村村民的建房请求，但在黄村运作及市、县国土部门的干预下，
乡政府最后还是同意了黄村的建房请求。
村庄械斗: 2004 年 8 月上旬，随着黄村村民陆续着手建房，杨村先是派了几个代表进行劝阻，结果

双方发生言语及肢体冲突，杨村有几个代表被打伤。其后，杨村即向乡派出所报案。由于 5 月中旬杨村
部分村民曾冲击村委会并强扣了县公安局警车，乡派出所有些先入为主，接待报案的民警故意呛道:

“你们杨村这么厉害，连警车都敢扣，局长都敢打，黄村还敢欺负你们?”所以对杨村报案并没有理睬。
而乡政府在获悉此事后，顿觉事态有点严重，便于 18 日由乡长亲自下达停建通知书，但遭到黄村抵制，
村小组长熊某还当场将停建通知书撕毁。8 月 19 日，在获知有可能发生械斗之后，县、乡两级政府早早
派人提前做好了工作部署。为尽可能控制矛盾，先由乡党委书记、乡长等少数干部进村做双方思想工
作，其余人员留在村外静观事态发展。但由于双方各执一词，乡里的思想工作无法进行下去，群情激昂
的村民最终上演了一场惨烈的村庄集体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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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解释的张力:资源动员抑或社区互动
羊村故事虽暂告一个段落，但留给人们的却是沉重的思考:双方的毗邻、姻亲关系缘何走向隔阂、对

立甚至械斗的局面? 在讨论集体行动问题时，西方经典理论家通常倾向于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组织对成

员的激励能够较好地解释之。如奥尔森( Olson，1966) 认为，理性的、自利的个人不会积极主动地发动集
体行动、提供集体物品以满足所属集团或组织的需要，因此，集团或组织必须对成员实施选择性激励才
能提高成员提供集体物品的可能性。［1］( p1)诚然，组织的激励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集体行动中个
体行为选择，减少和避免“搭便车”现象。然而，它仍无法解释个体在面对不同性质的利益时，如何对之
进行比较与权衡。事实上，杨村为了动员村民参与械斗，确曾做出如下承诺和要求:“参与者若坐牢，将
由村里每年补贴 1 万元，用于其家属日常开支;若被打死，则一次性补贴 20 万，家属由村里照顾; 18 － 60
岁男丁必须参与，否则以后不得参与村里田地等公共物品的分配。”面对组织者的集体动员，个体将会
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个体在实施行动之前，将会权衡成本与收益，最终选择最优化

方案。那么，经济利益的获得与失去自由或生命的概率之间是否能加以比较? 参与械斗的杨村村民难
道是为了金钱或其他经济收益，而甘愿冒着失去自由甚至死亡的风险吗? 显然，资源动员理论无法提供

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它过于强调外来资源在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不可否认，对于纠纷双方而言，经济利益确是一个诱发纠纷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黄村而言，争议地

能为其提供足够的宅基地，满足其建房需求。但随着双方立场日趋对立，利益纠葛不再是主导因素，尤
其是到了诉讼阶段，双方为之投入的金钱已远远超过争议地所能产生的最大经济利益。此时，维护家族
的面子成了双方的主要心态。其实，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是比较强烈的。林语堂曾认为统治中国的三女
神是“面子、命运和人情”，尤以面子最有势力。［2］( p176) 它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性格是以“社会取向”为
主，即个人的行为标准依赖于团体或其他人的评断，对他人的批评与意见特别敏感。人们甚至认为家族
的面子比个人的面子更重要。［3］在杨村看来，己方是大村庄，绝对不能输给黄村这个小村庄，否则就会
很没面子。因此，在行政裁决及法院初审失利的情况下，杨村通过各种途径疏通关系，想方设法打赢二
审官司，旨在维护家族面子。可见，面子观念是推动双方纠纷进一步升级的重要因素。
在对当地村民的访谈中，我们还发现，当地一直有个说法，那就是“羊头”论。据说，在村级公路( 水

泥路) 开通之前，“亭子边”这块地所在位置曾是杨村人出行的必经之处，故被视为杨村的村头( 谐音“羊
头”) 。杨村人尤其是一些老人认为，虽说这块地本身并不值钱，但由于它是杨村的“羊头”，一旦在上面
建了房，就意味着“羊头”上的草没了，“羊”( 杨) 就会饿死。这对杨村人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
“羊头”论之说，在主流文化看来并不可取，甚至还可能被当作封建迷信遭到打压。但不可否认，类似
“羊头”的说法在乡村社会的确普遍存在。它一方面说明，农民对神秘力量仍旧充满恐惧和遵从。对于
大多数处于底层的农民来说，“神秘主义”文化贴近他们的心理和对世界的认知。在社会转型时期，中
国农民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已大不同前，但其思想和精神内核并未有根本改变，依然相信“天命”、畏惧
“鬼神”。另一方面，“羊头”之说实际上也反映了农民对族群( 社区) 的认同和维护。在杨村人看来，虽
然“羊头”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经济利益，但它却是族群( 社区) 的保护神。一旦“羊头”遭到威胁，杨
村人自然会集体出动去捍卫它。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家族利益、面子或是族群认同感，实质上是一个社区互动的问题。一方面，通

过某种纽带( 如族群认同感) ，社区成员将会相互联系起来，并在社区( 或家族) 内部与外部之间形成显

著边界，将“同我”与“异我”区别开来。同时，在社区( 家族) 内部与外部之间将会存在持续互动，而正
是这种互动性，不断改变双方的关系和立场。一旦双方关系朝着背离方向发展时，社区边界则可能发生
交叉或冲突，最终导致集体行动的发生。
另一方面，个体也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生活在特定社区( 组织) 中的个体，因而无法忽视社区( 组

织) 互动对集体行动中个体行为取向的影响。正如艾尔东·D·莫里斯所指出，“从出生到死亡，人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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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嵌入在文化的背景当中，这种文化背景为他提供了信仰体系，帮助指导他们的行动，并向他们灌输

意义和提供领悟力。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孤立的文化行动者，因为他们还嵌入于结构的背景当中，
这一结构背景形塑了他们的行动，并限制了他们的选择”。［4］( p399) 可见，作为集体行动中的个体，其行动
必然受其自身社会性的制约。若我们将村庄社会结构视为网络，那么个体行动者则是特定网络中的某
个结，它将深深植根于该社会网络之中，并受特定社区边界及网络结构的影响。
然而，理性选择和资源动员理论却忽略了社区( 族群) 内部及相互之间的互动性，倾向于从个体角

度去考察集体行动的动因。这种理论将个体视为原子化的个体，没有将之纳入组织结构中考察，忽略了
社会的系统性。不仅如此，作为资源动员理论的先锋，理性选择主义在解释个体行动时也仍有致命缺
陷:它无法解释个体在面对不同性质的利益得失时的行为选择。的确，如果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计
算，个体行动者将会很快作出行为取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个体行动者将面临在经济
利益、社会利益等多方面的利弊权衡，难以通过简单的理性计算而决定自身行为选择。

三、集体行动的驱动力:边界冲突与信任危机
按照戴维·波普诺的理解，社会结构( Social structure) 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

联的方式。［5］( p94)在传统农村社会，宗族组织是农民群体联系的重要方式和社会结构，它深刻影响着农
民的日常生活( 如祭祀、修谱等) ，以致尽管曾经遭受国家力量的打压，宗族观念仍对农民的行为及生活
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当然，建国初期国家在农村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确也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农村社会
结构。在中央“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精神号召下，原本深嵌于宗族结构的农民纷纷被剥离出来，并陆续
加入了互助合作组织，继而被整合进了初级社、高级社，而后是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社会
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组织结构，它与传统宗族结构有着根本区别:后者是以血缘和宗亲关系
为基础构筑而成，是自然形成的社区边界，而前者则是政权运作的结果，是人为形成的社区边界。在当
时“政治挂帅”的历史条件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组织结构一方面强调农民行动的政治涵义，
同时却在持续淡化农民心中的族群( 社区) 边界。此外，各种与传统宗族相关的文化符号也遭到了国家
力量的大规模清洗，除了焚烧族谱、拆除宗族祠堂等摧毁显性的宗族符号外，各种观念上的宗族有时也
未能免遭厄运。
在人民公社时期，原本就比邻而居的杨村和黄村被纳入同一个生产大队———羊家大队，两村有段时

期在土地及其收益等许多方面是不分彼此、共同支配的。也就在这段时期，由于经常在一起劳动和经
营，两村村民的关系非常融洽，有些村民甚至还结成了姻亲关系。据统计，这段时间结成姻亲关系的有
10 余对，占全部姻亲关系的一半以上。另外，在整个集体化时期，村民的土地权属观念也不如以前那么
强烈，故对于黄村村民在争议地上的栽种行为，杨村人并未出面阻止。事实上，此时两村村民的内心，原
本属于“异我”的对方逐渐被纳入了“同我”范畴，社区边界已悄然发生变化:族群边界开始淡化，而人为
形成的行政社区( 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 边界逐渐获得村民认同。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族群边界已然消
失。就在黄村村民陆续在争议地上栽种蔬菜等农作物时，杨村虽未出面阻止该栽种行为，但对此却略有
隐忧。当时就有杨村村民私下里对有关黄村村民说，“这块地你们种菜可以，但不能在上面种树，不然
以后说不清楚”。这说明，尽管杨、黄两村被纳入同一社区( 生产大队) 边界内，双方对该社区也具有一
定的认同感，但其族群边界依然存在。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原先人为形成的行政社区边界在村民内心逐渐淡化，相反，族群边界开

始得以恢复和强化。需要指出的是，族群边界的恢复和强化得益于两个因素:第一，国家力量从乡村社
会收缩。为了促进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及降低治理成本，国家逐步减少对农村社会的政治干预，并试图依
靠村民委员会这一村民自治组织来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然而，治理模式的转型却在客观上淡
化了此前靠行政手段形成的社区边界，并使得自然形成的族群边界得以恢复和强化;第二，国家山林确

权政策的推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进一步落实“分田到户”政策，国家开始对山林等农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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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进行确权。根据集体化以前的土改政策，争议地无疑处于杨村社区边界范围内，但根据后集体化时
期的“谁种谁有”的山林确权政策，由于黄村村民在争议地上种了蔬菜和树木，争议地自然就被划给了
黄村。由此可见，国家政策的变迁，会影响社区边界调整和社区之间的互动，使得原本并不重叠的两个
社区发生了边界冲突，并最终成为引发双方纠纷的主导因素。
不仅如此，伴随国家政策变迁及社区边界调整，杨、黄两村的信任关系也在持续发生变化。在实施

集体化政策以前，双方关系同大多数其他邻村一样，社区边界十分清晰。一方面，它们在土改时期所颁
发的土地证上均有明确的“四至”描述，行政边界明显，土地权属观念很强;另一方面，双方村民在内心
形成了显著的“同我”和“异我”的心理边界。在这一阶段，双方的信任关系只能是乡土社会半熟人之间
的社会信任关系。不过，随着集体化政策的实施，共同的劳动和生活密切了双方的关系，不仅事实上的
社区边界得到调整，其心理边界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先前属于“异我”的对方逐渐被纳入了“同我”范畴，
信任关系也由半熟人之间向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转变。而在人民公社体制瓦解以后，根深蒂固的宗族
观念再次发挥作用，导致了双方共同的行政边界( 生产队) 开始淡化，自然形成的族群边界又逐渐凸显。
在双方发生土地权属争议以后，双方的立场开始变得对立起来，同时，双方村民的信任感也大为下降。
尤其是随着双方为了争夺土地权属，走上了漫漫官司之路后，这种对立和不信任感愈加强化。有如村民
所言，原本结成姻亲的亲家、郎舅，有些也开始老死不相往来了，即使有来往的，也因担心其他村民的闲
言碎语，而选择偷偷来往。由于双方边界的冲突和基本信任的缺失，双方的姻亲关系及县、乡政府多次
调解均于事无补。最终，双方走上了械斗、血案，不仅丧失最基本的信任，还增添了无限的仇恨。
从整个集体行动过程看，似乎推动事件发生、发展的是因为人们心中有“气”，为了争一口“气”，所

以才产生了集体行动。这种解释确有一定道理。然而，这种“气”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其实，如果是个
体的偶发行为，“气”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因为它不需要考虑组织效应。但面对一场有组织、有
计划的集体行动，“气”这一概念的说服力终究是有局限性的，它多半只是集体行动的一个促动因素而
已。在特定集体行动中，个体可能因心中有“气”而组织或参与集体行动，也可能因为避险意识而选择
“搭便车”。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更多的个体“参与”而不是“逃避”集体行动呢? 前文提到，双方结成
姻亲关系的村民其实大都是不愿参与械斗的，但迫于某种压力不得不参与集体行动，甚至他们在两村立

场趋于对立后开始互不来往或偷偷来往。这种压力，其实是源于社区边界冲突而形成的无形压力。正
是因为分属于两个边界冲突的社区内，他们担心，一旦自己选择“逃避”或“搭便车”，便意味着自己“边
界”或立场不清楚，容易遭到本村村民的排斥。
其实，纵观整个集体行动，积极组织或参与的村民大多是族群观念和边界意识较为强烈者，而与对

方沾亲带故者多半边界意识不甚强烈。由此可见，我们无法从个体本身去寻找集体行动中个体行为选
择的动因，因为它往往植根于集体的结构网络之中。事实上，任何个体均非孤立的行动者，个体行动除
受经济利益驱动以外，还受其所在社区( 族群) 的影响和制约。社区边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个体行动
者的基本立场和信任关系，进而主导了集体行动中个体行为的选择。

四、余论:国家政策与社区互动
纵观全文，我们多次提到社区边界的概念，旨在表明社区内部及其与其他社区之间存在经常性的互

动。从社区外部结构上看，传统农村社会是由群聚而居的各个自然形成的村落组成，每个自然村落实质
是天然的“自治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之间，一方面互相独立、边界显著，另一方面相互联结、形成所
谓的“蜂窝状结构”;从村庄的内部结构上看，则主要是指宗族结构网络，它主要以宗亲、血缘关系为纽
带，呈现出“差序格局”。而对于杂姓村而言，则除了血缘因素外，地缘及其他关系也是联系村落内部结
构的重要纽带。
一般地，在缺乏外力推动的自然状态下，这种“蜂窝状结构”和“差序格局”并不容易改变，进而形成

稳定的社会状态。只有在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6］( p70 － 71) 才会分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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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另外繁殖成为新的村落。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对于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具有积极作用的。然
而，过于稳定而封闭的乡村社会似乎并不利于实现社会的良性互动，并最终影响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那么，这是否表明，要促进社会流动、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必须打破传统社区(宗族)的边界和藩篱?
我们认为，尽管传统宗族因素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某些标准，但它并非注定是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

相反，保持传统社区( 宗族) 边界的相对稳定是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农村族群社区的衰败

则将不利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因此，国家在推进相关政策的过程中，需要避免社区( 族群) 结构和
边界的频繁变更。而这种频繁变更，将会使社区居民充满不安全感，并不断削弱后者对制度及社会的信
任。事实上，本文案例中争议双方之所以最终走向对簿公堂，甚至兵戎相见，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国家
政策断续而引发的社区边界冲突所导致。
综而言之，要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亟需在社区边界寻找一个平衡点。一方面，国家政策应具

有连续性，以便促进社区边界及内部结构的相对稳定，这是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目标的基本前提;另一方

面，为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社区应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以便社区之间及其内部能形成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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